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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视角下第二代乡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
困境及治理

张雪霖

摘要:伴随农民工代际更替,乡村留守儿童呈现出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演化,其社会化

过程中的困境日益凸显。 研究基于媒介化理论视角,通过对鄂、辽、粤三省的田野调查发

现,第二代留守儿童面临的相关困境,其根源并非单纯的亲子分离,还在于智能手机作为

“元媒介”深度嵌入并系统性地重构其社会化的生态系统。 数字媒介的算法逻辑与即时反

馈机制,与家庭结构离散化、教育城镇化及村庄空心化等社会变迁相互交织,在家庭、学校

与村庄三大核心场域中呈现出“补偿” 与“异化” 并存的双重效应。 研究表明,数字媒介已

成为形塑留守儿童社会化路径的关键结构性力量。 因此,应对其社会化困境需超越传统的

“家庭中心主义”归责范式,转向强调多元主体协同的“媒介化治理”新路径,方能为乡村留

守儿童的健康发展构建包容性的支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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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诞生了农民工群体。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完全城市化,即半城市化路径[1] ,农民工只是进城打工挣钱,相当部分无法实

现在城市安家立足,形成了独特的“拆分型”家庭模式和留守儿童现象[2] 。 农民工父母进城务工,他
们的孩子一般放在村中委托祖辈进行隔代抚育,形成的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

式[3] 。 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民工群体也经历了代际更替,从以 60 后和 70 后为主的第一代

农民工,向以 80 后和 90 后为主的第二代农民工转变。 伴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乡村留守儿童也

从以 80 后和 90 后为主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向以 00 后和 10 后为主的第二代留守儿童转变。
城市市民家庭一般在生活的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儿童抚育的难点主要是父母工作和带孩

子的时间冲突,因此形成的是祖代参与辅助抚育的模式。 而乡村农民家庭到城市务工,常在低端的

非正规或半正规经济中就业,收入相对较低,难以支撑全家进城的生活,但在乡村务农的收入只能解

决温饱问题,又不得不外出进城务工,因此被迫形成家庭结构的空间分离,由祖辈替代父母进行隔代

抚育,便产生了大量乡村留守儿童。 家庭被认为是实现儿童社会化的初级组织[4]157 ,其结构和功能

的残缺,也被普遍认为不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因此乡村留守儿童现象引发了各界的持续关注。 关于

留守儿童的定义,其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从广义来说,将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的儿童都定

义为留守儿童;从狭义来说,只有将父母双方均不在身边、由祖辈进行隔代抚育的儿童才被界定为留

守儿童。 有学者研究发现,只有当父母双方同时外出时间较长时,才会对孩子学习成绩产生显著的

负面影响[5] 。 因此,本研究采用狭义的内涵,将乡村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双方长期不在身边、由祖代



进行隔代抚育的儿童,为叙述的方便,下文简称“留守儿童” 。
调研发现,第一代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并未遭遇明显的社会化困境,亲代抚育的儿童和隔代

抚育的儿童在相关方面并没有出现太大差异。 然而,近年来,由隔代抚育的第二代留守儿童在成长

过程中更容易成为“问题儿童” ,如出现学习成绩下滑、行为失范、心理问题频发等现象。 为何同样面

临父母缺位与隔代抚育,两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代留守儿童遭遇的社会化

困境的内在机理是什么? 媒介使用对留守儿童社会化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1. 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困境与挑战

既有研究主要从家庭视角出发,将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归因于亲子分离导致的家庭结构不完

整与功能残缺。 具体而言,家庭被认为是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场所,而亲子陪伴与教育的缺失带来

的家庭残缺与留守儿童不良的人格、学绩和行为高度相关[6] 。 父母外出务工,尤其是远距离长期外

出务工,会导致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下降[7] 。 同时,父母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产生

影响[8] 。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生活压力与孤独感较高,心理资本与幸福感较低[9] ,心理抑

郁的风险也较高[10] 。 也有学者指出,与农村一般儿童相比,童年期的留守经历容易形成退缩型人

格[11] 。 亲子分离在劳动负担、自闭倾向、厌学情绪、学习成绩和主观幸福感五个方面对留守儿童造

成影响[12] 。 既有研究主要依据 Bowlby 的依恋理论[13]177-209 和 Olson 的家庭功能理论[14] ,认为亲子关

系在场和家庭时间的投入对儿童社会化起关键作用,从而将问题的根源指向父母外出与家庭责任的

缺失。 然而,这一范式难以解释一个关键的经验悖论:同样面临父母缺位与隔代抚育,为何第一代留

守儿童和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出现差异化结局。 这表明,仅从微观家庭视角归因,无法充分回

应社会变迁与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存在解释力上的局限。
2. 媒介使用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传播学等领域开始关注数字媒介这一新变量,既有研究呈现出媒介“赋权”
与“致瘾”的二元论争。 积极论者认为,智能手机通过对留守儿童家庭代际传播时空的重塑[15] ,可以

实现远程媒介化抚育,其中祖辈以“脚手架”角色参与远程代际合作过程[16] 。 借助手机,父母得以弥

补内心的亏欠感,以“媒介替身”的方式陪伴儿童成长,实现远距离“做家庭”的功能[17] 。 而且,网络

媒介有助于提高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18] 。 因为智能手机基于连接中介、网络文化和社交资本三

维度发挥数字代偿功能,使得留守儿童在虚拟情境下的情感社会化成为可能[19] 。 留守儿童玩手机

游戏更多基于社交需求,手机游戏如同“益生菌”一般,发挥着活化社交、补偿情感、抑制生活无意义

感的潜功能[20] 。 相反,消极论者指出,留守儿童存在网络素养较低、娱乐行为偏高而信息利用不足

的问题[21] 。 智能手机的使用,容易导致留守儿童沉迷手机游戏、短视频成瘾[22] 等问题,电子“益生

菌”演化为电子“海洛因” 。 由于亲子两代媒介素养的差异,限制了智能手机在亲子远距离沟通中的

作用[23] 。 针对留守儿童存在的“数字成瘾”倾向,留守儿童与父母和祖辈之间掀起了手机争夺战,容
易引发代际冲突和家庭秩序的失衡[24] 。 留守儿童父母的媒介干预往往是“徒劳无功”的[25] ,因此父

母的媒介干预路径常常陷入困境[26] 。 既有研究大多将数字媒介视为中性的沟通工具,讨论其如何

“影响”留守儿童,而未将其置于更宏阔的社会变迁与技术社会互动中审视。
3. 对既有研究范式的反思与理论对话

既有研究为理解留守儿童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也在解释当下困境时显现出其局限性。 要深

入理解第二代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生成机制,需要一个能够整合媒介技术逻辑与社会变迁、强调

系统性与结构性的分析框架。 为此,本研究引入媒介化理论视角。 该理论认为媒介不仅是传播工

具,更是形塑社会互动、文化形式和社会结构的关键性力量。 正如施蒂格·夏瓦指出“媒介化已然成

为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同等的社会力量” [27]39 ,媒介化指的是不断增长的媒介影响所带来的社会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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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制及互动模式的改变[27]23 。 尼克·库尔德利等指出“媒介环境及其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基础

设施,如今已成为孩子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思虑的互动世界的一部分……社会化的条件已经发生变

化,社会化在其基本方面已经变得媒介化” [28]185 。 虽然媒介化理论内部被划分为两条主要路径:一是

以夏瓦为代表的制度化研究传统,即将媒介视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化力量” ;二是以库尔德利和赫普

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即以“互型”为核心概念分析日常实践与媒介在相互交织中共建社会现实[29] 。
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将媒介化视为一个深刻的“元过程” 。 本研究借此与既有相关理论范式展开

深入对话,旨在说明为何选择媒介化理论作为分析视角。
首先,与“数字鸿沟”理论的对话,旨在推进其解释层次。 数字鸿沟研究历经 20 余年发展,其内

涵已从最初的物理接入沟(第一道鸿沟) ,演进至使用技能沟(第二道鸿沟) ,并进一步拓展至知识获

益沟(第三道鸿沟) [30] 。 该理论对第二、三道鸿沟的研究,常将困境归因于个体或家庭的数字素养低

与资源匮乏[31] 。 本研究认同数字不平等的重要性,但认为若仅止步于此,则可能将由技术与社会转

型复合而成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化约为个体能力问题,从而遮蔽了技术背后的算法逻辑,以及平

台经济与宏观社会变迁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系统性压力。
其次,与“媒介环境学”的呼应,旨在拓展其经验边界。 媒介环境学将媒介视为生态环境的整体

性视角极具启发性。 媒介化理论也将媒介看作是社会的生态环境,“媒介作为社会生态”的研究被认

为可以提供更大的理论想象空间[32] 。 本研究承接此视角,但进一步指出,抽象的“媒介环境”需与中

国特定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相结合,才能具体阐释其对特定群体(如留守儿童)的差异化形塑机

制。 本研究通过经验分析具体揭示了媒介生态并非均质地发挥作用,而是与家庭结构离散化、教育

城镇化、村庄空心化等中国特定的社会进程相互交织,共同改写了留守儿童的成长脚本。
最后,与“童年社会学”的契合,旨在深化其结构分析。 童年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旧”童年

社会学向“新”童年社会学的范式革命[33] 。 “旧”范式将童年视为一个普遍的、生物性的准备阶段,而
新童年社会学则认为童年是一种社会建构,儿童是能动的行动者[34] 。 然而,新童年社会学在研究数

字媒介如何中介童年时,存在两点尚未充分探讨的盲区:一是对媒介技术的“结构性力量”剖析不足。
在面对智能手机等“元媒介”时,其分析往往集中于儿童个体的媒介使用实践[35] ,对于媒介技术本身

的内在逻辑如何作为一种强大的结构性力量,系统性地重塑儿童行动的社会生态,缺乏足够的理论

关注。 二是对“能动性”与“结构”的辩证关系处理简单化。 该范式虽成功打破了“决定论” ,但有时

又可能滑向“唯意志论” 。 本研究在承接新童年社会学能动性视角的前提下,将进一步拓展分析媒介

技术如何与社会结构变迁交织互动,共同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生态系统” 。
(二)分析框架:留守儿童社会化生态系统的媒介化重塑

传统上,家庭、学校与村庄被视为实现农村儿童社会化的三大核心场域。 家庭承担情感培育、价
值奠基的初级社会化功能;学校进行系统化知识传授与社会规训的次级社会化;村庄则提供习得地

方性知识、建立初步社会关系与获得归属感的重要环境。 然而,在数字媒介,尤其是智能手机深度渗

透日常生活的当下,这一传统的社会化理论范式在解释力上显现出不足。 其理论预设主要基于面对

面的、具身性的互动情境,难以充分回应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现实:数字媒介已不仅仅是社会化的工

具,其内在的算法逻辑、即时反馈与虚拟在场等特性,正在系统性地改写儿童社会化的条件、过程与

生态。 然而,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一“媒介化”进程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家庭结构离散化、教育城

镇化、村庄空心化等宏观社会变迁紧密交织,共同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复杂的社会化生态系统。 由于

当前儿童成长面临的社会化生态有很大变化,留守儿童开始出现一些新问题和新困境[36] 。
因此,为深入解释第二代留守儿童所呈现的、区别于第一代的系统性困境,本研究提出“留守儿

童社会化生态系统的媒介化重塑”这一总体分析框架。 本框架的核心是: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根

源,并非单一的亲子分离,而在于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元媒介” ,其媒介逻辑作为一种关键的结构性

力量,与上述宏观社会变迁相互嵌合、彼此强化,共同系统性地重构了留守儿童社会化所依赖的生态

系统。 当短视频、手游、社交 App 成为留守儿童主要的情感寄托载体时[37] ,传统社会化理论中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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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村庄的三角支撑结构已被深度媒介化的生态系统颠覆。 不同于媒介文本分析路径,库尔德利

提出应走向媒介实践研究范式[38]38-42 。 因此,本研究将在媒介化理论视角下,从媒介实践研究路径出

发,分析在家庭、学校与村庄这三大传统社会化核心场域中,数字媒介实践如何与既有的社会结构相

互作用,从而扭曲、削弱或转移了各场域原有的社会化功能,从而加剧了父母缺位带来的脆弱性,最
终导致第二代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凸显。 这一框架超越了将问题归因于家庭缺失或个体媒介使

用的简单化解释,强调一种“技术—社会”互构的系统性视角,从而为理解第二代留守儿童独特的成

长困境,并寻求超越“家庭中心主义”的治理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研究方法

为深入探究第二代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生成机制,特别是数字媒介在其中扮演的结构性角

色,本研究采用了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核心的质性研究方法。 研究团队于 2023 年 4 月、2023
年 7 月及 2024 年 7 月,分赴湖北省 L 县 S 镇、辽宁省 C 市 C 区 H 镇、广东省 Z 市 A 区 Z 镇这三个具

有代表性的田野点开展调查,累计调研 47 天。① 本研究选取鄂、辽、粤三省的三个乡镇作为田野点,
旨在涵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模式与文化背景的地区,以增强研究的代表性与解释力。 研

究通过目的性抽样,广泛访谈与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密切相关的多元主体,共完成 77 人次的深度访

谈。 主要受访者为:(1)学校教师 8 人,包括校长、班主任与普通教师,涵盖小学和初中;( 2)留守儿

童 11 人,年龄 6 ~ 15 岁,父母均外出务工;(3)非留守儿童 13 人,年龄与留守儿童相仿,父母至少一

方在家;(4)祖辈监护人 15 人,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年龄 55 ~ 78 岁;(5)在乡陪读父母 16 人,主要

为母亲,在家专职陪读;(6)村组干部 14 人,包括村书记、主任、妇女主任等。 同时,笔者通过参与学

校的家长会、村庄活动,以及对乡村儿童日常生活的观察,作为访谈资料的重要补充。
影响留守儿童社会化结果的因素是多元且复杂的,包括家庭经济资本、个体心理特质、村庄文化

传统、宏观政策制度等。 本研究并非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而是旨在通过聚焦于“媒介使用”这一

在代际比较中差异显著且日益关键的新变量,揭示其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独特运作逻辑。 本研究

是一项探索性质性研究,其核心目的并非验证普遍的因果关系,而是致力于揭示数字媒介的逻辑如

何嵌入并重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生态系统这一具体过程与内在机制。 通过这种聚焦,本研究试图为

理解第二代留守儿童面临的独特挑战提供一个基于“技术—社会”互构的媒介化分析视角。

四、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伴随着中西部乡村劳动力前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乡村社会出现

了隔代抚育的留守儿童现象。 伴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留守儿童也出现了代际更替,从以 80 后和

90 后为主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向以 00 后和 10 后为主的第二代留守儿童转变。 这里留守儿童的代际

演化是根据笔者基于全国多地调研经验而作的理想类型提炼,其中代际时间节点在不同地区根据当

地劳动力进入全国务工市场的早晚会有一定的提前或延迟。 换而言之,适当提前的地区,大致 1995
年以后出生的儿童留守经历跟之前的留守儿童逐渐不一样,即可归入到第二代留守儿童中。 而适当

推迟的地区,则可能到 2005 年以后出生的儿童留守经历才开始发生变化,才算得上第二代留守儿

童。 因此,本研究讨论的重点不在于留守儿童代际演化的时间节点和年龄区分,而在于指出代际变

迁的事实与演化差异。
(一)第一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不显著

第一代留守儿童,虽然父母外出务工,在村里由祖辈进行隔代抚育,面对父母陪伴的缺失,但是

当时的大部分留守儿童并没有强烈的缺失感。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留守儿童并不意味着学习成绩不好,也不意味着行为习惯不好,也不存在所谓的性格、人格与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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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问题,也没有现在的抑郁问题。 从乡村社会内生的视角来看,不管是留守儿童自身,还是乡村学校

的老师,抑或村庄其他成员,都没有将留守儿童特殊化和标签化。 正如下面的案例 1 和案例 2,虽为

个体经历,但反映了童年成长生态的代际差异共性问题。
案例 1:L 县 G 村的小红,1989 年生,有一个 1987 年的姐姐和一个 1995 年的弟弟。 她说自

己姊妹三人都是留守儿童。 自己和姐姐当留守儿童时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当时村里一起玩

的玩伴和同学较多,每天一起上山去砍柴、挖野菜,一起玩丢沙包、跳橡皮筋等,童年过得还是很

快乐。 父母不在身边也不觉得有什么缺失。 但是,自己的弟弟感觉开始有点不一样,他长大后

跟父母聊天时才说,上学时多希望父母陪在身边,父母不在身边还是有缺失感。
小红娘家所在的村庄属于山区,农业剩余较少,当地农民外出务工也比较早。 小红和姐姐作为

留守儿童,并没有感觉到父母不在身边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跟固定的玩伴

一起愉快地度过的。 当时村里的孩子都是在村小学上学,村里的同龄人、发小和同学基本上是重合

的,他们不仅一起上下学,放学后的闲暇时光也会一起玩,甚至是天天不着家的疯玩。
案例 2:L 县 S 镇 X 村的小丁,1995 年生,还有一个 2006 年出生的妹妹。 她回忆自己的童年

生活,感觉跟妹妹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自己小时候,店里也比较忙,没空管我。 当时镇上就一

条街,跟着小伙伴们天天从街头玩到街尾。 早中晚上学,也都不用家长接送,出门一吆喝,十来

个玩伴一起上下学,当时家家户户门都是敞开的,而且父亲有五兄弟,自己的堂兄弟姐妹们众

多,也经常一起玩。 一起玩的伙伴有父母都在家的,也有都不在家或一方外出的,没有感觉到有

啥区别,反正都是一起玩。 其中从三四岁记事开始便一起玩的四个发小,从小一直玩到现在,建
的有 4 个人的微信群,20 多年的好朋友了。 但是妹妹的成长经历跟自己不太一样,目前在读高

二,放学一回家,一个手机、一个平板、一包零食,仿佛就种在沙发上了。 村里很少有她的同学,
没有一起玩的,可能是通过手机、平板跟朋友联络感情。
案例 2 中小丁与妹妹的成长经历对比,清晰揭示了儿童社会化生态的系统性变迁。 小丁的童年

依托于地理上紧凑、社会关系紧密的实体村庄。 开放的街道、敞开的大门、众多的堂兄弟姐妹以及稳

定的同辈玩伴群体,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自发且高度“在场”的线下社会化空间。 然而,其妹妹的成

长环境已截然不同:村庄的线下社交生态已然凋敝,固定的玩伴群体消失,面对面的疯玩被屏幕前的

独处所取代。 她的社交与情感联结很大程度上“迁移”至数字媒介之中。 这种从“群体性线下社交”
到“个体化线上互动”的转变,标志着支撑儿童社会化的基础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显性生成

第一代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并未呈现出系统性差异。 然而,笔者的田野调查发

现,第二代留守儿童开始被系统地标签化和问题化,与非留守儿童群体之间出现了清晰的边界。 这

种社会化困境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体现在可观察的行为表现、学业成绩及心理状态等多个维度。 正

如 S 镇村妇女主任小燕的直观感受:“在一群孩子里,现在真的能一眼看出哪个是留守儿童。 不是说

衣服穿得多差,而是那种状态———眼神有点躲闪,不怎么爱叫人,要么特别蔫儿,要么就突然很躁动。
你上去一问,十有八九,爸妈都在外面打工。”

这种社会化困境具体表现为:其一,行为失范现象更易发生。 如吸烟、逃学、校园欺凌等行为在

留守儿童中出现概率更高(见案例 3) 。 其二,学业表现普遍滞后。 班级成绩排名后段的学生中,留
守儿童占绝大多数(见案例 4) 。 其三,心理与情感状态表征异常,容易表现出内向、孤僻、自卑或难

以管教的暴躁情绪(见案例 5) 。 其四,智能手机沉迷问题尤为突出,如沉迷于短视频和游戏,甚至出

现高额直播打赏等非理性行为(见案例 6) 。 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内生视角下第二代留守

儿童被标签化的经验基础。 这些案例虽为个体经历,但其所反映的行为模式、情感状态及困境机制,
在田野调查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能够揭示第二代留守儿童面临的共性问题。

案例 3:S 镇中学教师小雷,他目前是七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班里共有 40 多名学生,其中 5
人属于自觉学习,父母在身边或至少有一方在身边;10 人左右需要靠家长监督才可以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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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底的 10 人左右,基本上都是家长不管的。 他说爷爷奶奶带的孩子,成绩基本上都不好。 七年

级的学生,刚读初中还比较听话,到了八九年级,觉得自己是学校的大哥了,就有少部分学生开

始学抽烟、打架,这种 90%以上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或留守儿童。
案例 4:S 镇 X 村的丁颜橙,2012 年出生,11 岁,上小学五年级,班里同学 50 人。 她告诉笔

者,她们班里经常不做作业的有 15 个同学左右,其中只有 1 个不属于留守儿童,另外 14 个左右

都是由爷爷奶奶带的留守儿童。
案例 5:S 镇 X 村的小谷,男,2011 年出生,12 岁,上小学六年级,父母外出务工,平时由爷爷

奶奶带。 放学后整天沉迷手机游戏,不让玩就大吼大叫,脾气暴躁,爷爷奶奶管不住。 笔者实地

去这个小男孩家访谈,刚跟他接触时,发现他的头会不自觉地晃动,不愿意讲话,神态似乎有点

不正常。 整个沟通过程也很不顺畅,他很抗拒跟人聊天,喜欢一个人在屋里打游戏。
案例 6:S 镇 X 村的小女孩小兰,2012 年出生,11 岁,上小学五年级,父母外出务工,在村里

由爷爷奶带。 她沉迷于刷抖音短视频,在抖音直播间刷礼物刷了 1 万多元,被家人发现后,请村

干部帮忙报警处理,才追回了部分钱财。
案例 4 呈现了学生也已经有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区分的意识,她主动告诉笔者班里大部分

不写作业的都是爷爷奶奶带的留守儿童。 而案例 5 和案例 6 属于留守儿童沉迷手机游戏和短视频

的典型个案,性格上都有点内向、封闭,不喜欢与人交流,当前的第二代留守儿童已经被贴上了负面

标签和被污名化,出现了问题化的趋势,容易成为“问题儿童” ,留守儿童的社会化陷入困境。

五、媒介化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负向影响

本节将聚焦数字媒介如何深度渗透并系统性重构留守儿童社会化所依赖的三大核心场域。 通

过剖析家庭、学校、村庄在媒介化转型中的实践逻辑,揭示数字媒介非但没有弥合因家庭结构离散和

社会变迁造成的缝隙,反而与这些脆弱性相互交织,强化了留守儿童面临的系统性困境。
(一)媒介化对家庭场域的影响

过去乡村社会的粗放式育儿模式中,家庭功能侧重于生活照料,教育责任主要由学校承担。 然

而,数字媒介的普及重塑了亲密关系的理想图景,情感密集型的家庭叙事日益凸显[39] ,使得家庭,尤
其是父母,在子代教育与社会化中的责任被空前强化。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媒

介化抚育”环境,其社会化困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 数字代沟与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

在“教育责任家庭化”的趋势下,家校合作高度依赖数字媒介。 第一代留守儿童时期,不管是学

校老师,还是乡村家长,普遍都认为孩子的教育主要是学校的事,家长对子代教育的卷入较少,孩子

学习成绩的好坏拼的主要是孩子的天赋和后天努力程度。 父母在不在身边,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影响

并不大。 然而,到了第二代留守儿童,孩子学业成绩的好坏,则转变为主要比拼家长的参与和投入程

度,正如案例 7 中两代人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和投入的差异。 该案例生动体现了代际间教育理念与投

入的显著差异,是理解“教育责任家庭化”趋势及其对第二代留守儿童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缩影。
案例 7:S 镇小学教师小曼,大女儿桦桦 7 岁,上小学一年级。 她坦言自己每天晚上都要陪

闺女一起做作业。 桦桦的姥姥看到后对小曼说:“哎呀,现在不是孩子在读书,是家长在读书啊。
孩子坐 3 个小时,家长也要陪 3 个小时。 你们小时候,我们哪里像你们这样管过。”
那么,对于第二代留守儿童而言,父母在不在身边,对孩子学习成绩好坏的影响则很大。 尤其是

当前家校沟通与合作主要依赖数字媒介,而乡村祖辈监护人普遍面临“数字代沟” ①,导致家庭教育

的功能在实践中被弱化。 正如调研中一位辽宁 H 镇的祖父(68 岁)无奈地表示:“我们老两口都搞不

来,孩子回来就说没作业,俺们也不知道真假。”还有一位在外务工的父亲(40 岁)很气愤地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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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都是通过微信群布置作业,让家长把作业告诉孩子督促完成,我父母年龄大了搞不来这些,我每

次都是让孩子到邻居家抄写作业任务。 我就想不明白了,老师为啥就不能放学前直接将作业布置给

孩子,非要在群里说。 有一次,实在没忍住,就在班级群里爆粗口了。”
乡村祖辈监护人普遍无法使用微信群、钉钉等 App 接收学校通知、辅导孩子作业,导致儿童在学

业上被迫“自我负责” ,相较而言会加剧留守儿童的教育劣势。 同时,因乡村祖辈监护人的数字代沟

导致其对孙辈的媒介使用行为知之甚少,既不了解其社交媒体账号,也难以识别网络风险。 案例 6
中小兰在直播间豪掷万元的事件,正是这种数字监护真空的极端体现。 数字媒介在赋予留守儿童虚

拟世界入口的同时,也因家庭监护能力的缺失而埋下了安全隐患。
2. 亲子数字沟通与情感补偿的浅层化

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数字媒介本是弥补亲子分离的情感工具,但实践中却常常因亲子数字沟通

的浅层化而陷入“情感补偿”的不足。 留守儿童与在外务工的父母之间通过视频通话,沟通内容多局

限于“吃饭没?” “考多少分?”等仪式化问答,难以进行深度的情感交流。 正如辽宁 H 镇的一位 12 岁

的留守儿童在访谈时低声说:“ (和爸妈)没啥好讲的,说来说去就那几句。 基本上就是问吃饭没、作
业写了没、考试了吗。”手机屏幕传递了影像与声音,却无法传递触觉的安抚与具身性的陪伴,而祖辈

往往无法感知儿童的非语言情绪线索。
父母在外工作,一般都是下班或有空了再给孩子打电话。 当孩子有需求时,往往无法及时向父

母求助并获得回应,这可能会强化留守儿童的孤独感。 尤其是在与非留守儿童的横向比较中,他们

更容易感到情感的缺失,以及陷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久而久之便会影响个体的性格。 正如访谈的

一位 14 岁的留守儿童说:“从小学开始,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上下学。 每次遇到困难和无助的时

候,父母都不在身边,也不知道向谁说。 时间久了,就不想说了,慢慢地就形成了现在的性格。”
(二)媒介化对学校场域的影响

学校作为核心的公共社会化机构,本应在留守儿童成长中扮演稳定器和补偿者的角色。 然而,
在当前乡村教育生态中,两重相互关联的进程正共同导致其功能的异化:一是宏观层面教育资源分

配的城乡结构性失衡,二是微观实践层面教育责任的媒介化转嫁。
1. 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失衡

教育城镇化的核心是“人”与“资源”向城市的双重集聚。 优秀教师向待遇更高、平台更好的城

镇学校流动,而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则通过“陪读”等方式竭力将孩子送入城镇学校。 这导致了乡村

学校陷入“生源流失—师资弱化—质量下滑”的恶性循环,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结构性失衡日益凸

显。 以笔者调研的辽宁省 C 市 H 镇为例,由于乡村生源不断进城上学,村小经过一系列撤并改革,目
前 H 镇只有 3 所小学,总共只有 500 多名学生。 在 2000 年前后拉开的教育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家庭

被迫从以下两种路径做出艰难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均可能导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
其一,若选择“进城读书” ,则意味着家庭需承担高昂的经济成本与监护压力。 祖辈往往需要离

乡陪读,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面临生活孤立、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家庭支出大幅增加。 对儿童而

言,他们虽获得了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却被抛入一个竞争更激烈、比较范围更广的城市社会化场

域。 他们需要与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城市儿童竞争,原有的乡村生活经验可能成为“污名

化”的来源,身份认同与归属感面临挑战,社会化过程伴随着更高的心理成本与更剧烈的文化冲突。
其二,若选择“留乡读书” ,则意味着默认“次优”甚至“剩余”的教育生态。 乡村学校在优质资源

被抽空后,不仅师资力量薄弱,更失去了以往由多元生源所营造的学习氛围与同伴激励。 儿童所处

的教育环境整体“贫瘠化” ,其知识获取、视野开阔与认知发展面临结构性限制。 他们虽避免了城市

中的直接文化冲突,却被固化在一种低期望、弱竞争的社会化轨道上。 因此,教育资源的上移迫使留

守儿童家庭陷入“进城”与“留乡”的两难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对应着一种特定的社会化风险与成本。
2. 教育责任的媒介化转嫁

在上述结构性困境之上,数字媒介的深度介入引发了一场“教育责任的媒介化转嫁” ,其运作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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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在无形中加剧了两种路径下留守儿童的劣势。 第一代留守儿童就读时,家校关系相对疏离,学校

是教育责任的绝对主体。 随着近年来义务教育阶段的系列改革,尤其是教育减负政策以及家校关系

共建的提出,家校关系由疏离型向合作型转变。 如今,家校互动日益依赖微信、钉钉等平台,数字媒

介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家校沟通的效率,而教师的许多监督、辅导与沟通责任被“技术性转嫁”给家

庭。 这套模式默认所有家庭具备均等的数字接入能力、操作素养与时间精力。 教师的行为逻辑演变

为:群内发布任务→要求家长监督完成→默认家庭具备执行能力→祖辈操作失败→老师将责任归因

于“家庭失职” →教育责任从公共机构向家庭转嫁。 以下案例 8 中小学教师小丽的说法虽为个人意

见,但也反映了当前教师的一种普遍隐而不彰的心态。
案例 8:S 镇小学教师小丽坦言:“作为老师,我不喜欢留守儿童家长,因为跟老人很难沟通,

老人不认识字,不会用智能手机,不好发信息。 现在开学会组建班级家长微信群,在群里会发布

学校通知,布置学生作业,肯定要把家长扯进来,如默写、背书等作业要家长签名。 家长敷衍我,
也是敷衍自己的孩子。 自己孩子的学业都不重视,我老师凭什么要重视你的孩子。 因为家长参

与辅导孩子作业的话,老师上课稍微省力些,学生也会成长得更好些。 毕竟老师是一个人针对

班里 50 个人,而家长是一对一。 家长敷衍的话,把老师搞烦了,老师不管你家孩子。”
因此,这一媒介化逻辑系统性地排斥了媒介素养低的隔代监护家庭。 对于进城陪读的祖辈,数

字素养的缺乏使其难以有效融入城市学校的数字化管理网络,加剧了他们在城市教育系统中的边缘

感。 对于留在乡村的儿童与祖辈,他们面对的本就是负担过重、资源不足的乡村教师。 当教师通过

数字工具将更多责任下放时,本就无力应对的隔代监护家庭更容易被视为“不配合” ,导致儿童在校

获得的关注与支持进一步减少。 那么,媒介化转型非但未能弥合城乡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失衡,反而

通过建立一套精细化的数字门槛与责任转嫁机制,使城乡差距在微观互动中被日常化、合理化。 其

结果是留守儿童的家长无论怎样选择,都在一个被媒介化技术重塑的教育生态中处于系统性不利

地位。
(三)媒介化对村庄场域的影响

学校场域发生的资源重组与责任转嫁,其影响深远地波及至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另一个基础性场

域———村庄。 村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家园,更是乡村儿童构建同辈关系、习得社会规则、获得情感

归属的重要社会化空间。 然而,这一传统场域正在教育城镇化与数字媒介渗透的双重作用下被根本

性重构,其核心表现为线下社交的萎缩与线上联结浅薄化的双重困境。
1. 线下社交的萎缩与“去地方化”
儿童从 2 岁多后开始对同龄伙伴和朋友关系产生兴趣,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对家庭和父母的亲

密依恋关系权重不断下降,对朋友式亲密关系的需求不断上升。 特别是到了青少年阶段,同伴和朋

友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跟他们建立亲密关系是青少年期的重要任务,对朋友自我表露的内容会多于

对父母的表露[40]33 。 因此,同辈群体在儿童,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化中至关重要,是形成幸福感、学
习社交技能、建立家庭之外的亲密关系的关键。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乡二元教育体制下,每个村

庄都有小学,村里的儿童也都就近在本村上学,接着到本地乡镇上中学。 那么,村里同龄的小伙伴一

般也是自己的中小学同学,形成的是学缘和地缘高度重合的朋友关系。 这类同辈群体社交关系的特

征主要有:其一,人数较多。 同龄人几乎都在村里上学,可以一起玩的人比较多。 其二,互动密集、交
往深度。 不仅会一起上下学,在学校里一起上课,放学后在村里也会一起玩。 其三,关系稳定。 村庄

里的儿童基本上自幼年起就天天在一起玩了,经过学龄前、小学和中学阶段,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一起

玩的常常是同一批人,朋友关系的稳定性较强,正如案例 2 中的小丁。 那么,对于第一代留守儿童而

言,相对稳定的村庄共同体与“学缘—地缘”高度重合的关系,为他们提供了密集、稳定、深入的同辈

互动与情感支持,有效缓冲了父母缺位的影响。 然而,如前一节所述,教育城镇化进程彻底打破了这

种传统结构,使得基于“学缘—地缘”高度重合的、稳定的村庄同辈社群随之瓦解。 孩子们分散到不

同学校,放学后回归的是一个同龄伙伴稀缺的“孤独的村庄” 。 这导致第二代留守儿童线下同辈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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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萎缩与“去地方化” ,掏空了其社会化所依赖的一项关键的非正式支持系统,不仅加剧了孤独感,也
使其寻求陪伴、认同与归属的线下渠道变得极为狭窄。

2. 线上联结的浅薄化与“液态”慰藉

正是线下社交的匮乏,为数字媒介的侵入提供了空间。 短视频、网络游戏等平台,凭借其精准的

算法推荐与即时反馈机制,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补偿性虚拟社交空间。 他们通过游戏组

队、直播间互动等方式,建构临时的、功能性的线上关系,以寻求陪伴、认同感和情感慰藉,形成了社

会互动的媒介化过程。 然而,这种线上建构的归属感本质上是流动、浅层且不稳定的,如同齐格蒙特·
鲍曼所指出的“液态”的现代关系[41]23-25 。 它难以提供线下面对面长期互动中形成的信任、深度情感

联结与全面社会支持。 正如一位 12 岁留守儿童说:“通过打游戏组战队,认识了很多网友,但每次都

是系统随机匹配的,打游戏的过程中会聊天,但打完游戏一般就结束了。”而且算法塑造的“无限滚

动”和轻易获得的即时满足,可能削弱他们在现实社交中所需的耐心,解决冲突的能力,更容易对需

要付出努力的真实人际交往感到厌倦或挫折。 因此,媒介提供的只是一种“液态”慰藉,它虽暂时填

补了空虚,却无法真正弥补线下社会化支持的缺失,反而可能使第二代留守儿童陷入线下社交萎缩

与线上联结浅薄化的双重困境,在虚拟世界中越陷越深,进一步脱离现实社会的互动。

六、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治理路径

本研究通过对鄂、辽、粤三省的田野调查,从媒介化理论的视角考察了留守儿童的代际演化及其

社会化困境。 研究发现,第二代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社会化困境,并非简单地由亲子分离所致,而是数

字媒介的逻辑深度嵌入并重塑其社会化生态系统的结果。 智能手机作为“元媒介” ,其与家庭结构离

散化、教育责任转嫁、村庄共同体解体等社会变迁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留守儿童在家庭、学校与村

庄场域中陷入系统性的社会化困境。
面对由隔代抚育带来的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当前呼吁“母职回归”的策略,本质仍是家庭责任

强化的路径依赖。 该路径下,乡村家庭不仅面临持续性的经济压力、强化传统性别分工的局限,更深

层的问题在于,它将一个由技术中介引发的系统性困境窄化为家庭私域的责任。 因此,应对第二代

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需超越传统的“家庭中心主义”归责范式,构建一种系统性的“媒介化治理”
新路径。 该路径要求政府、学校、平台、村庄等多元主体,以协同共治为核心理念,共同回应数字媒介

对儿童社会化进程带来的结构性挑战。 因此,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具体治理建议。
其一,规制平台算法逻辑。 第一,推行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准则。 建议针对主要网络平台,特

别是短视频、社交及游戏应用的推荐算法,建立强制性的儿童模式算法披露机制。 平台需定期公开

在青少年模式下,内容推荐的基本逻辑、权重设置及数据使用情况,接受独立第三方评估。 第二,探
索“积极偏向”的内容推荐机制。 算法不应仅是时间锁定与内容过滤,更应主动识别并向留守儿童用

户推荐有利于其社会性发展、激发其学习兴趣、拓展其职业想象的高质量内容,将算法技术从“注意

力收割者”转变为“成长引导者” 。 其二,重建学校教育的主体性与公共性。 教育部门应明确学校在

教育过程中的主体责任,规范家校沟通方式,严禁通过数字工具变相转嫁作业批改与辅导责任;应大

力发展并延长课后在校托管服务,为留守儿童提供专业、普惠的教育支持,补偿其家庭辅导的缺失;
以学校为枢纽打造“课后活力社区” ,利用学校场地提供丰富的文体活动,系统性重建留守儿童基于

现实互动的同辈群体社交。 其三,实施“隔代监护人数字反哺”村庄行动,将提升祖辈的数字素养纳

入乡村治理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核心工作。 由村委会、学校协同,开展“手机课堂”工作坊,以“如何

查看老师通知” “如何设置防沉迷”等实用技能为核心,进行手把手教学,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日常

实践,缓解家庭内部的数字代际压力。
总之,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是技术媒介逻辑与社会结构变迁深度互构的系统性产物。

对其治理,必须采用与之匹配的、系统性的“媒介化治理”思路。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通过代际比较的

视角和媒介化的理论框架,揭示了这一困境的生成机制,并指出其解决之道必须从责备家庭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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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转向关照技术与社会复杂互动的系统思维。 唯有通过媒介化治理的系统性举措,方能为留守

儿童的健康发展构建一个更具支持性的社会环境。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由于研

究样本量的限制,对于北方、西部等不同区域留守儿童的境遇及其区域差异比较尚显不足。 其次,质
性研究方法虽擅长过程与机制的“深描” ,但在验证变量间普遍关系方面存在一定局限。 未来研究可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以检验和丰富本研究提出的分析框架,引入定量研究方

法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以检验研究所发现机制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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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of
 

migrant
 

workers,the
 

subject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evolved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predicament
 

of
 

these
 

children
 

in
 

terms
 

of
 

their
 

socializ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rawing
 

on
 

mediatization
 

theory,this
 

study,
based

 

on
 

fieldwork
 

in
 

Hubei,Liaoning,and
 

Guangdong
 

provinces,posits
 

that
 

the
 

socialization
 

dilemma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left-behind
 

children
 

is
 

not
 

merely
 

attributable
 

to
 

the
 

parent-child
 

separation,but
 

rather
 

lies
 

in
 

the
 

profound
 

integration
 

and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socialization
 

ecosystem
 

by
 

smartphones
 

as
 

the
 

“ meta-medium” . The
 

algorithmic
 

logic
 

and
 

instant
 

feedback
 

mechanism
 

of
 

digital
 

media,intertwined
 

with
 

social
 

changes
 

such
 

as
 

the
 

disintegr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s,urbanization
 

of
 

education,and
 

hollowing
 

out
 

of
 

communities,present
 

a
 

dual
 

effect
 

of
 

“ compensation”
 

and
 

“ alienation”
 

within
 

the
 

three
 

core
 

fields
 

of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digital
 

media
 

has
 

become
 

a
 

key
 

structural
 

force
 

shaping
 

the
 

socialization
 

path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refore,addressing
 

this
 

socialization
 

dilemma
 

necessi-
tates

 

a
 

paradigm
 

shift
 

beyond
 

the
 

traditional
 

“ family-centrism”
 

blame
 

model
 

toward
 

a
 

new
 

“ mediatization
 

governance”
 

approach
 

emphasiz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Only
 

through
 

this
 

shift
 

can
 

an
 

inclusive
 

support
 

system
 

be
 

established
 

to
 

fost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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